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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命名与企业绿色创新
——基于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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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家族企业如何通过绿色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重要

研究议题，但作为高度可见且难以逆转的家族身份标识，家族命名将如何影响企业不同类型的

绿色创新决策，现有研究尚缺乏系统分析。基于2008—2024年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样本，本

文从声誉效应与禀赋效应视角出发，区分了绿色管理创新与绿色技术创新，实证分析了家族命

名对两类绿色创新的差异化影响，并检验了分析师关注与二代涉入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家

族命名显著促进绿色管理创新，但抑制绿色技术创新；分析师关注强化了家族命名与绿色技术

创新之间的负向关系，对家族命名与绿色管理创新的关系无显著作用；二代涉入削弱了家族命

名与绿色管理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同时进一步增强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效应。研究揭示

了家族命名企业在绿色创新决策中“声誉激励”与“风险规避”并存的双重逻辑，为理解家族企

业绿色转型路径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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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　言

近年来，在国家“双碳”目标和绿色转型政策的持续推动下，绿色创新已成为企业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作为全国占比90%以上的经营主体，民营企业既是绿色技术创新的重

要力量，也是节能减排降碳的重要贡献者。《中国民营经济绿色发展报告（2022）》显示，约

30%的民营工业企业编制过“碳达峰碳中和”路径相关实施方案，53.5%的高耗能行业的民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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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设立了专门负责节能降碳相关职能部门并积极应用减碳技术，95.0%的民营战略性新兴产

业企业办公、生产和仓储场所制定了节能降耗措施。与此同时，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探索实

践中也存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卡脖子”风险、绿色发展投入与技术转化不足等问题。由此可

见，民营企业的绿色战略表现出“高象征性投入”与“差异化实际投入”并存的特征。考虑到中国

的民营企业基本以家族企业为主，本文关注的研究问题是：在兼具声誉价值与风险属性的绿色

创新决策中，民营企业的家族性究竟如何塑造其绿色创新战略选择？

现有研究发现，相较于非家族企业，家族企业往往具有更优的环境和绿色创新绩效（马骏

等，2020；Ardito等，2019；Berrone等，2010；Dangelico等，2019；Lee等，2025；Liu等，2025）。这一

差异通常被归因于家族企业在声誉维护、长期导向以及代际传承方面的战略动机。然而，此类

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隐含了一个重要假设：家族企业群体内部在绿色创新决策上具有相对一致

性。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开始关注家族企业内部异质性因素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如代际涉入

（谢佩君等，2024；Wang等，2024）、治理结构（Du和Cao，2023；朱丽娜等，2022）、相对地位（吕斐

斐等，2020）等。然而，这些研究多聚焦于“家族涉入程度”，而较少关注家族身份如何通过显性

符号被外化并持续约束企业的战略行为。作为家族身份最直接、最持久的外在载体，家族命名

为理解家族企业绿色创新决策提供了一个关键但尚未被充分挖掘的研究视角。

家族命名指的是以企业创始人或实际控制人家族的名字作为企业名称的企业命名方式

（宋丽红等，2017；罗进辉等，2022；Rousseau等，2018）。家族命名是一种不可逆的身份承诺机制

（Sageder等，2018）：一旦家族名称被嵌入企业名称，企业行为的任何偏离都将被持续归因于家

族本身。一方面，家族命名将企业声誉与家族声誉高度绑定，会强化企业的逐誉动机，表现出

“声誉效应”。如家族命名企业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表现更优（Kashmiri和Mahajan，2010，
2014），会计报告质量也更高（Minichilli等，2022）。另一方面，家族身份暴露也加剧了家族对既

有禀赋和财富安全的保护倾向，从而诱发更为保守的战略选择，表现出“禀赋效应”。如家族命

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更低（罗进辉等，2022），开展并购、重组、扩张等重大战略调整的概率显

著降低（Brockman等，2018），创新水平也受到抑制，具体表现为专利数量减少（董馨格和董盈

厚，2025；Chen和Huang，2025），同时更注重合规经营以避免资产价值损失（曹哲涵，2025）。绿
色创新作为兼具声誉回报与高风险、高投入特征的战略行为，为检验家族命名所引发的这两种

行为逻辑提供了理想情境。

绿色创新指的是企业为降低污染风险和负面环境影响而发起的一系列复杂的创新过程和

成果，因此涉及产品、服务、工艺和供应链管理等多个价值链环节（Takalo等，2021），可以划分

为绿色管理创新和绿色技术创新（白福萍等，2025）。相较于绿色技术创新，绿色管理创新更强

调制度建设与形象塑造，投入成本与失败风险较低，更容易转化为即时声誉收益；而绿色技术

创新则需要持续高额研发投入，风险更高且收益不确定。因此，不同类型的绿色创新可能触发

家族命名企业截然不同的战略反应。此外，分析师关注和二代涉入作为外部压力和内部治理的

重要因素，会放大家族命名的声誉或禀赋效应而对家族命名与绿色创新的关系形成调节效应。

其中，分析师关注强化了家族命名企业面临的外部声誉压力，而二代涉入则通过延长决策视野

和强化传承动机，可能重塑家族对风险与声誉的权衡。因此，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家族命名对不

同类型绿色创新战略影响的权变条件。

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家族命名这一身份显性化特征出发，拓展了家

族企业绿色创新前因研究，回应了家族企业内部异质性研究的呼吁（Calabrò等，2019）。第二，

基于绿色创新的双重属性，整合声誉视角与禀赋视角，揭示了家族命名企业在绿色战略选择中

“象征性激进—实质性保守”并存的模式。第三，通过引入分析师关注和二代涉入两个情境变量，
 

66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8卷第3期）



识别了家族命名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边界条件，对家族企业如何有效推进绿色转型有所启示。

 二、  文献综述

（一）家族企业与绿色创新

早期关于家族企业绿色创新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行为差异，认为

家族企业相较于非家族企业有更强的绿色创新倾向。家族企业因其长期导向、声誉维护动机以

及对非经济目标的重视，在绿色创新和环境责任履行方面整体表现优于非家族企业（马骏等，

2020；Ardito等，2019；Berrone等，2010；Dangelico等，2019）。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

关注到家族企业群体内部绿色创新的异质性。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家族企业较为常见的、相对

隐性的内部特征，如二代涉入、家族涉入程度、代际控制结构、CEO去家族化等方面探讨其对绿

色创新的影响机制（谢佩君等，2024；郑智勇，2023；Wang等，2024）。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关注到

非家族因素如何影响绿色创新，如家族企业所处行业地位、同伴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吕斐斐

等，2020；严若森和张素各，2025）。值得关注的是，绿色创新相较于一般创新而言具备声誉外部

性，更容易被外部利益相关者观察和评价，并且可能因此而给企业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

（Iftikhar等，2025；Hizarci-Payne等，2021）。然而绿色创新是否能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抑或是声

誉更多地取决于企业所携带的身份特征与信号可见性。尽管现有研究已经从多种内部和外部

视角揭示了家族企业绿色创新的差异性，但总体上仍将企业视为相对“匿名”的市场主体，忽视

了企业身份如何通过高度可见的符号被持续暴露并进而影响外部评价与内部战略权衡。

（二）家族命名与企业战略行为

企业命名是企业经营者必须做出的一项重要且高度可见的决策。企业名称不仅是声誉的

载体，更是一种高度可见且难以更改的身份符号，其持续向外部利益相关者传递关于企业所有

权结构、价值取向与战略承诺的关键信息（Fombrun和Shanley，1990；Glynn和Abzug，2002；
Tadelis，1999）。现有家族命名的相关研究可以归纳为声誉效应和禀赋效应两个视角。

一方面，从声誉视角来看，家族命名的核心特征就是企业与家族之间更深程度的声誉绑定

（Sageder等，2018） 。一旦出现声誉危机，家族命名企业无法靠更改名称来摆脱污名，企业的声

誉损失也意味着家族的声誉损失（Belenzon等，2017；Deephouse和Jaskiewicz，2013；
Zellweger等，2013），因此家族命名企业相较于非家族命名企业更加注重声誉。现有研究也证

实，相较于非家族命名企业，家族命名企业往往会表现出更高的财务报告质量、更少的违规次

数、更好的社会环境责任履行表现等维护企业声誉的战略行为（曹哲涵，2025；Minichilli等，

2022；Sageder等，2018）。当然，重视声誉所带来的行为并非全是积极的。出于对声誉的重视，家

族命名企业相较于非家族命名企业会有更低的风险承担倾向（罗进辉等，2022），有时家族命名

企业也会因较强的盈利能力但较低的增长能力而被投资者诟病（Belenzon等，2020）。总体而

言，从声誉视角看，家族命名通过强化企业行为的可归责性与可评价性，系统性地放大了企业

的逐誉动机。

另一方面，家族命名所带来的企业与家族之间的荣辱与共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主

对损失更加敏感（Chen和Huang，2025），从而在决策上更加保守，即家族命名可能会引发禀赋

效应。行为经济学中的禀赋效应指出，当个体对某一资产形成情感依附时，其对该资产的主观

估值会显著高于市场估值，进而更倾向于维持现状、回避潜在损失（Thaler，1980）。在家族命名

情境下，企业名称直接承载家族身份与情感价值，使得企业不再仅仅被视为可交易的经济资

产，而被视为家族成员“自我延伸”的一部分（Deephouse和Jaskiewicz，2013），从而显著放大禀

赋效应。禀赋视角的研究表明，家族命名的企业将会有更低的创新水平、更低的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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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ckman等，2018；Chen和Huang，2025）。在战略决策层面，被放大的禀赋效应往往表现为对

高不确定性投资的回避，甚至愿意牺牲部分经济效益以避免社会情感财富损失（连燕玲等，

2016；王晓颖等，2021；张远飞等，2013），从而抑制企业在高风险创新领域中的激进行为。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揭示了家族企业在绿色创新中的差异化表现，并从声誉和禀赋视角阐

释了家族命名所引发的不同战略行为。然而，尚缺乏研究将“家族命名”这一高度显性的身份特

征与绿色创新这一兼具声誉回报与高风险属性的战略行为系统结合起来加以考察。

 三、  假设提出

（一）家族命名与企业绿色创新

绿色管理创新是指企业通过管理制度与组织流程的绿色化调整，将环境保护理念制度化、

流程化，以实现环境改进与经营效率提升的管理性创新活动（白福萍等，2025）。其低风险、高可

见性、强声誉回报的特质，与家族命名企业保护并提升声誉的核心诉求高度适配，因而本文认

为家族命名的家族企业会将其视为声誉管理的重要策略。首先，绿色管理创新能发挥家族命名

的信号效益以谋取更多声誉收益。家族命名会放大家族企业面临的声誉收益或损失（Belenzon等，

2017，2020）。绿色管理创新具有显著更高的外部可见性，具备形式化、文件化与可披露的特征，

属于利益相关者能够直接观察的“可见结构”（Suchman，1995）。这种可见性能够向外界传递

“企业能够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信号，产生良好的声誉效应。其次，绿色管理创新的低风

险特征符合家族命名企业的战略决策偏好。为了追求更大的声誉收益，家族命名的企业通常倾

向于采取能够给企业带来稳定收益的低风险战略（Brockman等，2018），其对“稳定盈利”的重

视程度显著高于“规模增长”（Belenzon等，2020）。绿色管理创新作为一种更偏向制度化与治理

改进的创新形式，具有资源投入小、失败成本低、声誉回报明确的特征。出于对声誉收益的追求

以及企业本身的战略偏好，相较于非家族命名企业，家族命名企业更有可能将绿色管理创新作

为其声誉管理的重要策略。基于此，提出假设1：
假设1：家族命名与企业绿色管理创新正相关。

绿色技术创新是以推动企业技术进步、获取竞争优势和环境绩效为目的的“高质量”绿色

创新行为，其更多的是具备绿色创新中的创新属性。与其他形式的创新类似，绿色技术创新同

样具备着高风险以及收益不稳定的特点（Sharma，2000；王永贵和李霞，2023）。尽管成功的绿

色技术创新能给家族命名企业带来声誉收益，但更需要关注的是声誉收益的回报周期，以及企

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所必需面临的风险。首先，从禀赋视角来看，家族命名将会加剧企业的风

险规避行为。家族命名企业的所有者对企业的心理所有权更高（Deephouse和Jaskiewicz，
2013），此时家族在决策时将会更加关注损失，从而对绿色技术创新这类收益不稳定并且高风

险的战略更加谨慎。具体而言，与声誉收益的模糊性相比，绿色技术创新失败所带来的损失更

具可感知性。绿色技术创新需要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具有投资规模大、回收期长和失败概

率高等特征，其现金流高度不确定（王永贵和李霞，2023）。此时企业在决策时将会更加关注损

失而非不确定的声誉收益。其次，绿色技术创新过程的不确定性会触发家族命名企业的损失规

避心理。诸如短期环保成本的上升、技术路径不成熟导致的绩效波动等，都可能被利益相关者

解读为管理能力欠佳的信号（Gómez-Mejía等，2007）。即便波动并未真正造成声誉受损，其潜

在损失的可见性仍会因家族与企业之间的紧密关联而被放大。尽管成功的绿色技术创新同样

可能带来长期声誉收益，但其回报高度不确定且兑现周期较长，在家族命名情境下，不确定收

益往往难以抵消潜在损失所带来的心理权重。基于此，提出假设2：
假设2：家族命名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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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师关注的调节效应

无论是声誉损益，还是命名带来的决策关注偏好，其作用强度都会随着外部利益相关者的

关注而变化。证券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重要

纽带（陈伟和许海燕，2025；何玉润等，2025），将直接影响声誉信息的可见性以及家族对损失的

感知。在家族命名情境下，分析师关注的核心作用并非简单的监督，而是通过放大声誉信息的

可见性与潜在损失的可感知性，强化家族对不同绿色创新策略的差异化权衡。

一方面，分析师关注会扩大企业的声誉收益或损失感知。在分析师关注度高时，企业的亲

社会行为与长期导向更容易被外界观察到和正向评价（Lang和Lundholm，1996），也意味着家

族命名企业在实施绿色管理创新等象征性、易被识别的积极行为时，更有可能获得外部认可，

从而放大声誉增益。同时，在分析师关注度高时，企业的违规行为、治理缺陷甚至对环保治理的

不作为也会受到更多的关注，试错成本也就越高（Graham等，2005）。
另一方面，在分析师关注度高时，企业将会面临更多的短期绩效压力，而对风险更为敏感

（吴迪和赵奇锋，2023）。分析师为维持与被跟踪企业的良性互动关系，往往会在预测中展现一

定程度的乐观倾向，继而会强化企业在短期内达成相应绩效目标的压力（Lim，2001）。对于家

族命名企业而言，未能实现外部预测不仅意味着财务指标的偏离，更可能被外界视为家族能力

或治理水平的负面信号，使潜在声誉损失被进一步放大。在此种压力情境下，家族命名企业更

可能规避高投入、高不确定性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

综合来看，在分析师关注度高时，家族命名企业的绿色管理创新因有更强的可见性，可为

企业带来更多的声誉收益，家族命名企业将更有动力积极进行绿色管理创新以谋取声誉收益。

与此同时，分析师关注也会放大家族命名企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规避倾向，从而强化家族命名

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负向关系。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3a和3b：
假设3a：分析师关注将强化家族命名与企业绿色管理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

假设3b：分析师关注将强化家族命名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负向关系。

（三）二代涉入的调节效应

二代涉入标志着家族企业从“创始人主导”向“代际共治”的关键转折，其本质并非简单的

管理者更替，而是家族—企业关系结构及其决策逻辑的重塑（姜涛等，2019；祝振铎等，2018）。
这种转变将显著影响家族命名所蕴含的声誉激励与禀赋约束机制，从而调节家族命名与企业

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相较于二代继任者，一代创业者通常将企业视为个人奋斗历程与家族社会地位的

象征，企业名称构成其身份认同与社会评价的重要载体（Lee等，2020）。因此，在创始人主导阶

段，家族命名所带来的声誉绑定效应尤为强烈，企业更倾向于通过高可见性、低风险的战略行

为来主动维护和提升家族声誉。相比之下，二代多以继承者身份进入企业，其对企业的心理所

有权更多来源于制度性继承，而非长期投入形成的情感依附（贺康等，2024）。心理联结的相对

弱化，使其对家族命名所承载的声誉收益敏感度下降，从而削弱家族命名对企业声誉导向型战

略行为的追求。

另一方面，二代涉入往往伴随着家族对长期传承目标的强化（Miller等，2003；黎文靖和彭

远怀，2024）。为确保企业在代际交接中的稳定性，家族更倾向于将企业视为需要谨慎保护的核

心家族资产，从而放大企业在家族命名情境下的禀赋属性。此时，企业对潜在损失的敏感度显

著上升，风险规避倾向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二代为建立自身合法性，二代参与后的“速胜动

机”将塑造其独特的决策偏好（李新春等，2015；邹立凯等，2019），通常更偏好短期可控、绩效波

动较小的决策路径（陈德球和徐婷，2023；吴炯和戚阳阳，2020；李思飞等，2023），对高投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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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的战略选择持更为谨慎的态度。

综合来看，绿色管理创新主要通过制度建设与流程优化来塑造企业绿色形象，具有象征性

强、风险较低且声誉回报明确的特征。在二代涉入情境下，由于家族命名所引发的声誉效应被

削弱，企业通过绿色管理创新来“展示家族形象”的边际收益随之下降，因而家族命名对绿色管

理创新的促进作用将不如创始人主导时期显著。绿色技术创新作为绿色创新中风险高、投入周

期长的不确定性行为，其失败成本和短期绩效波动在二代涉入情境下更易被放大解读。由此，

二代涉入将进一步强化家族命名企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规避倾向，使家族命名对绿色技术创

新的抑制作用更加凸显。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4a和4b：
假设4a：二代涉入将削弱家族命名与企业绿色管理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

假设4b：二代涉入将增强家族命名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负向关系。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图1所示的理论模型：
 
 

分析师关注

H3b

H4b H4a

H3a

H1

H2

绿色创新

绿色管理创新

家族命名

绿色技术创新

二代涉入

 
图 1    理论模型图

 

 四、  研究设计

（一）数据与样本

本文借鉴李新春等（2015）、梁强等（2021）对家族企业的定义，同时结合国泰安数据库的

“家族企业子数据库”，将满足以下条件的上市公司定义为家族企业：（1）最终控制人是自然人

或家族的民营上市企业；（2）最终控制人所在的家族至少有另外一名家族成员持股或在公司担

任重要职位（比如董事、高管等）。

本文选取2008—2024年沪深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初始研究样本，其中绿色技术创新数据

来自CNRDS数据库；而绿色管理创新、分析师关注、二代涉入及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

CSMAR数据库。本研究按照以下标准对样本进行筛选：（1）剔除ST、SST、*ST类上市公司；

（2）由于报表项目的核算口径差异，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3）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公司；（4）为
避免极端值的影响对连续型变量进行 1% 的缩尾处理。（5）剔除观测期间企业证券简称发生改

变的公司。最终得到1 237家企业的8 943个观测值。

（二）变量与测量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绿色管理创新（Gmi）和绿色技术创新（Gti）。
绿色管理创新（Gmi）：参考席龙胜和赵辉（2022）以及白福萍等（2025）的研究，并结合数据

可获得性对指标体系进行构建。具体而言，基于CSMAR环境数据库中的相关披露信息，本文选

取上市公司是否通过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是否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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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企业在管理披露表中关于环保管理制度体系建设、环保教育与培训、环保专项行动项目的披

露情况作为绿色管理创新的观测指标。上述五项指标均对企业在制度建设、管理流程与组织实

践层面推动绿色化提升具有直接反映意义。本文对五个指标进行加总，得到企业年度绿色管理

创新综合得分。其中每个指标计1分，总分为5分。

绿色技术创新（Gti）：企业专利数量是测量创新绩效常用的指标（刘衡等，2025），本文以发

明型和实用新型绿色专利的申请量作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将其加1后取对数得到

本文的绿色技术创新变量。

2. 解释变量

家族命名（Name）：企业全称的基本格式是“企业所在地行政区划+企业字号+行业经营特

点+组织形式”，其中企业字号是本研究的关注点，即通常所指的企业名称。本文参考宋丽红等

（2017）的做法，将企业的中文名称全称与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以及创始人家族姓名进行对比，若

企业名称中包含创始人或实际控制人的相关信息则编码为1，否则为0。
3. 调节变量

本文选取分析师关注以及二代涉入作为调节变量。参考陈伟和许海燕（2025）的做法，分析

师关注（Ana）以分析师跟踪人数加1取自然对数衡量。二代涉入（Succ）用家族企业二代参与衡

量，具体做法如下：若企业中第一代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未有二代成员参与企业

管理则赋值为0、若企业内存在二代及其之后的代际成员参与管理则赋值为1。
4.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文献，本文选取了以下控制变量：企业年龄（Fage）、企业成长性（Growth）、净资

产收益率（Roa）、企业资产负债率（Lev）、董事长是否由家族成员担任（Famchair）、总经理是否

由家族成员担任（Famceo）、两职合一（Dual）、所有权（Fown）、控制权（Fcon）以及董事会家族

成员占比（Famdir），同时控制年份（Year）以及行业（Industry）虚拟变量。变量详细定义见表1。

 五、  实证检验与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2 展示了家族命名企业（Name=1）与非家族命名企业（Name=0）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结果。根据企业是否采用家族命名方式，将样本划分为家族命名组与非家族命名组两个子样

本。从表中可以观察到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在绿色管理创新（Gmi）方面，家族命名企业的均值

显著高于非家族命名企业（T=3.170, P<0.01），表明家族命名企业在绿色管理创新上表现相

对较好。其次，在绿色技术创新（Gti）方面，家族命名企业的均值显著低于非家族命名企业

（T=−5.810, P<0.01），表明家族命名企业相较于非家族命名的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上表现较

差。这为我们的假设1a以及假设1b提供了初步支持；公司特征方面，家族命名的家族企业的企

业年龄（Fage）、企业规模（Fszie）以及资产负债率（Lev）均值均显著高于非家族命名的家族企

业；家族涉入程度上，家族命名的企业二代涉入（Succ）、家族控制权（Fcon）、家族所有权

（Fown）的均值均显著高于非家族命名的家族企业。

表3汇报了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家族命名（Name）与企业绿色管理

创新（Gmi）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家族命名（Name）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Gti）之间存在

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整体来说，本文所选取的控制变量均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

系，说明本文控制变量的选择是符合研究规范的。

（二）回归分析结果

表4列示了家族命名与两种类型的绿色创新（绿色管理创新以及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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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分析结果以及分析师关注与二代涉入的调节效应结果。具体而言，模型（1）—（4）的因变量为

绿色管理创新，模型（5）—（8）的因变量是绿色技术创新。模型（1）的结果显示，家族命名与企业

绿色管理创新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0.147，p<0.01），假设1得到支持。与此同时，模型

（6）的回归结果表明，家族命名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β=−0.107，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
变量

绿色管理创新 Gmi
企业是否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9001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环保管理制度体系建设、环保教育与培训、环保专项行

动。五项各计1分，满分为5分。
绿色技术创新 Gti 企业的绿色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加1后取对数

解释变量 家族命名 Name
虚拟变量，若企业名称与实际控制人或创始人名称相关，则取值

为1，否则为0

调节变量
分析师关注 Ana 用分析师跟踪人数加1取自然对数来衡量
二代涉入 Succ 虚拟变量，若有家族二代参与企业管理则赋值为1，否则为0

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 Fage 观测年份减去公司成立年份
企业规模 Fsize 企业员工人数/1 000

企业成长性 Growth （本期末总资产−上期末总资产）/上期末总资产
净资产收益率 Roa 当年净利润/总资产
资产负债率 Lev 期末总负债/总资产

董事长是否由
家族成员担任 Famchair 董事长由家族成员担任则赋值为1，否则为0

总经理是否由家
族成员担任 Famceo 总经理由家族成员担任则赋值为1，否则为0

两职合一 Dual 虚拟变量，董事长兼任总经理赋值为1，否则为0
所有权 Fown 实际控制人拥有上市公司所有权比例
控制权 Fcon 实际控制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比例

董事会家族
成员占比 Famdir 董事会家族成员占比

年度 Year 取会计年度为虚拟变量
行业 Industry 取行业类别为虚拟变量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Name=0（样本量=7 733） Name=1（样本量=1 210）
TMean p50 SD Mean p50 SD

Gmi 1.376 1 1.377 1.512 1 1.463 3.170***

Gti 0.341 0 0.696 0.220 0 0.516 −5.810***
Ana 1.336 1.099 1.188 1.315 1.099 1.154 −0.570
Succ 0.270 0 0.444 0.381 0 0.486 7.950***

Fage 18.750 18 6.029 19.340 19 5.722 4.530***

Fsize 21.740 21.620 0.949 21.840 21.69 1.018 3.410***
Growth 0.159 0.094 0.352 0.158 0.082 0.376 −0.010

Roa 0.074 0.077 0.088 0.076 0.079 0.078 0.660
Lev 0.335 0.324 0.166 0.346 0.332 0.171 2.110**

Famchair 0.994 1 0.077 0.995 1 0.070 0.420
Famceo 0.725 1 0.447 0.737 1 0.440 0.880

Dual 0.459 0 0.498 0.422 0 0.494 −2.400**

Fown 44.010 42.960 16.100 46.550 47.280 15.690 5.130***

Fcon 54.890 51.670 22.390 57.480 53.830 23.370 3.720***

Famdir 0.278 0.286 0.111 0.289 0.286 0.107 3.420***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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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假设2得到了支持。

为了检验分析师关注以及二代涉入的调节作用，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加入调节变量

以及其交叉项。模型（3）表明，分析师关注与家族命名的交互项（Ana*Name）的系数为正，但不

显著（β=0.003，p>0.1），假设3a未得到支持。可能的解释是，分析师关注主要通过增强对企业绩

效及风险信息的市场传递来影响决策（Graham等，2005），以制度性、象征性治理为主的绿色管

理创新不是分析师关注的核心主题。此外，绿色管理创新本身便具有较强的可见性（Suchman，
1995；Dawkins和Fraas，2011），因而高分析师关注与低分析师关注情境下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

可见性是近乎相似的，也就是说分析师关注并不大幅增加企业进行绿色管理创新的声誉收益。

图2左侧展示了分析师关注对家族命名与绿色管理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图，可以看出高分

析师关注与低分析师关注下两条直线近乎平行。同时，在模型（7）中，分析师关注与家族命名的

交互项（Ana*Name）的系数显著为负（β=−0.052，p<0.01），说明分析师关注增强了家族命名与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假设3b得到支持。图2右侧为分析师关注对家族命名与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图，可以看出在高分析师关注时，家族命名对企业绿色

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更强。

模型（4）结果表明，家族命名与二代涉入交互项（Succ*Name）的系数显著为负（β=
−0.213，p<0.05），说明二代涉入显著削弱了家族命名与绿色管理创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假设

4a得到了支持。图3左侧展示了二代涉入对家族命名与绿色管理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图，

可见家族命名对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影响在仅有一代参与管理的企业中更强。在模型（8）中，

家族命名与二代涉入的交互项（Succ*Name）系数显著为负（β=−0.150，p<0.01），表明二代涉入

 

表 3    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

Gmi Gti Name Ana Succ Fage Fsize Growth
Gmi 1
Gti 0.063*** 1

Name 0.034*** −0.061*** 1
Ana 0.079*** 0.112*** −0.006 1
Succ 0.026** −0.032*** 0.084*** 0.007 1
Fage 0.138*** −0.017 0.033*** −0.126*** 0.152*** 1
Fsize 0.264*** 0.196*** 0.036*** 0.422*** 0.105*** 0.197*** 1

Growth −0.088*** 0.074*** 0.000 −0.020* −0.018* −0.037*** −0.055*** 1
Roa 0.065*** 0.047*** 0.007 0.397*** −0.032*** −0.084*** 0.124*** 0.022**

Lev 0.137*** 0.141*** 0.022** 0.052*** 0.052*** 0.096*** 0.468*** −0.007
Famchair −0.016 0.000 0.004 −0.011 −0.040*** −0.025** −0.015 0.030***

Famceo −0.009 −0.049*** 0.009 −0.019* 0.193*** 0.033*** −0.069*** 0.012
Dual −0.035*** −0.008 −0.025** −0.021** −0.226*** −0.016 −0.089*** 0.011
Fown −0.049*** −0.051*** 0.054*** −0.049*** −0.032*** −0.118*** −0.168*** 0.035***

Fcon −0.053*** −0.024** 0.039*** −0.021** 0.049*** −0.108*** −0.087*** 0.023**

Famdir 0.016 −0.066*** 0.036*** −0.049*** 0.109*** −0.030*** −0.051*** −0.018*
Roa Lev Famchair Famceo Dual Fown Fcon Famdir

Roa 1
Lev −0.154*** 1

Famchair 0.000 −0.018* 1
Famceo 0.012 −0.017 −0.047*** 1

Dual −0.003 −0.016 0.070*** 0.559*** 1
Fown 0.133*** −0.173*** 0.041*** 0.159*** 0.074*** 1
Fcon 0.108*** −0.103*** 0.001 0.112*** 0.011 0.736*** 1

Famdir 0.019* −0.039*** 0.01 0.230*** −0.051*** 0.282*** 0.291*** 1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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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增强了家族命名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假设4b得到了支持。图3右侧展

示了二代涉入对家族命名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图，可见在二代涉入企业中，家

族命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更强。

 六、  稳健性检验

（一）替代性检验

考虑到不同程度的家族显性会影响信号传递的强度，参考宋丽红等（2017）的做法，本研究

 

表 4    家族命名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

Gmi Gti
（1） （2） （3） （4） （5） （6） （7） （8）

Name 0.147*** 0.144** 0.230*** −0.107*** −0.037 −0.051**

（3.557） （2.400） （4.336） （−6.196） （−1.634） （−2.298）
Ana*Name 0.003 −0.052***

（0.079） （−3.532）
Succ*Name −0.213** −0.150***

（−2.520） （−4.373）
Ana 0.011 0.051***

（0.664） （6.360）
Succ −0.053 0.003

（−1.448） （0.157）
Fage 0.001 0.001 0.001 0.001 −0.007*** −0.007*** −0.006*** −0.007***

（0.474） （0.344） （0.382） （0.555） （−5.228） （−5.063） （−4.823） （−5.021）
Fsize 0.268*** 0.266*** 0.259*** 0.270*** 0.140*** 0.141*** 0.114*** 0.143***

（14.422） （14.343） （12.623） （14.570） （12.628） （12.793） （9.732） （12.849）
Growth −0.181*** −0.182*** −0.181*** −0.180*** 0.127*** 0.128*** 0.131*** 0.129***

（−5.123） （−5.119） （−5.100） （−5.083） （5.804） （5.846） （6.026） （5.918）
Roa 1.363*** 1.368*** 1.325*** 1.345*** 0.226*** 0.222*** 0.038 0.216***

（8.019） （8.039） （7.363） （7.893） （2.720） （2.678） （0.428） （2.590）
Lev 0.326*** 0.325*** 0.331*** 0.322*** 0.144*** 0.144*** 0.176*** 0.143***

（3.330） （3.330） （3.378） （3.297） （3.127） （3.133） （3.816） （3.107）
Famchair −0.155 −0.160 −0.160 −0.136 −0.037 −0.034 −0.035 −0.023

（−0.751） （−0.784） （−0.784） （−0.671） （−0.520） （−0.472） （−0.490） （−0.322）
Famceo 0.037 0.035 0.036 0.087* −0.048** −0.047** −0.044** −0.029

（0.918） （0.870） （0.874） （1.960） （−2.506） （−2.434） （−2.296） （−1.446）
Dual −0.093*** −0.089*** −0.090*** −0.132*** 0.037** 0.034** 0.031* 0.022

（−2.702） （−2.590） （−2.615） （−3.509） （2.214） （2.056） （1.858） （1.251）
Fown 0.001 0.001 0.001 0.000 −0.002*** −0.002*** −0.002*** −0.002***

（0.642） （0.469） （0.470） （0.087） （−3.529） （−3.284） （−3.313） （−3.553）
Fcon −0.002*** −0.002** −0.002** −0.002** 0.001*** 0.001*** 0.001*** 0.001***

（−2.610） （−2.571） （−2.567） （−2.281） （2.884） （2.840） （2.814） （2.996）
Famdir 0.243* 0.236* 0.239* 0.216 −0.194*** −0.190*** −0.181*** −0.201***

（1.785） （1.738） （1.758） （1.587） （−2.950） （−2.877） （−2.750） （−3.054）
_cons −4.550*** −4.494*** −4.376*** −4.619*** −2.932*** −2.972*** −2.510*** −3.012***

（−8.895） （−8.799） （−8.244） （−9.093） （−11.706） （−11.913） （−9.757） （−11.923）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8 943 8 943 8 943 8 943 8 943 8 943 8 943 8 943
F 35.162*** 35.040*** 34.899*** 34.181*** 36.443*** 35.739*** 35.541*** 35.265***
R2 0.174 0.176 0.176 0.177 0.158 0.161 0.165 0.162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基于稳健标准误计算的 t 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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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名称与实际控制人或创始人的相关程度构建家族命名的定序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具体而言，根据相关程度本文将家族命名区分为直接相关、间接相关以及不相关三种：直接相

关编码为2、间接相关编码为1、不相关则编码为0。
表5为更换家族命名测量方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其中，模型（1）中家族命名与企业绿色管

理创新呈现显著正相关（β=0.091，p<0.01），模型（4）中家族命名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现显著

的负相关关系（β=−0.086，p<0.01）。同时调节变量的回归结果也均与前文保持一致，说明本文

分析的结果是较为稳健的。

除此之外，本文做了以下检验：①更换绿色技术创新的衡量方式，参考王永贵和李霞

（2023）的做法，以企业当年独立申请的绿色发明型专利数量加1后取对数衡量绿色技术创新；

②更换绿色管理创新的衡量方式，参考齐丽云等（2023）的做法，以企业是否通过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ISO14001）来衡量绿色管理创新；③将因变量滞后一期；④只对制造业样本进行回归，结

果均和前文回归分析保持一致①，表明本文结果具备较强的稳健性。

（二）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1. 倾向得分匹配法

由于本文的解释变量占比仅有13%，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因而本文采用PSM倾向

得分匹配法对本文的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罗进辉等，2022；Du和Cao，2023）。本研究考察的是

家族命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然而采用家族命名的家族企业很可能与不采用家族命名的

家族企业之间本身就存在着明显的特征差异，以上结果可能是由这些有差异的企业特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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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分析师关注的调节效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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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二代涉入的调节效应图

 ①限于篇幅，本文仅报告了部分结果，其他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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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的。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采用PSM倾向得分匹配法对样本进行重新匹配。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将家族命名与控制变量进行Probit回归，计算得出样本的倾向得分，然后根据1:1匹配的

原则，构建与家族命名企业具有相似特征的企业为控制样本。匹配后的平衡性检验表明，处理

组与对照组在用于估计倾向得分的各协变量上的均值差异均不显著，说明 PSM 有效改善了样

本的可比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在匹配样本上重新估计基准模型。

表6是PSM倾向得分匹配后的回归分

析结果，其中家族命名与企业绿色管理创

新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0.108，p<0.1），
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β=−0.118，p<0.01）。结果和前文回归结果

在系数方向上完全一致，只是家族命名对

绿色管理创新的系数显著性有所下降，可

能是匹配后的样本量下降所导致。以上表

明，本文的分析结果较为稳健。

2. 工具变量检验

为了缓解遗漏变量以及可能存在的测

量误差等对结果造成的影响，选取公司注

册所在省份的重男轻女文化氛围Sexratio、各地区各行业上市公司家族命名的年度中位数

RIName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回归。为检验所构建的工具变量是否具

有足够的解释力，表7中的模型（1）报告第一阶段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工具变量Sexratio与家族

命名显著正相关（β=0.002，p<0.01）、RIName也与家族命名显著正相关（β=0.951，p<0.01），表明

选取的工具变量在统计意义上能够有效预测家族命名行为。此外，第一阶段的F统计量为

239.190，显著高于10的常用判断标准，也高于弱工具变量临界值16.38，说明工具变量是合适

的。模型（2）和模型（3）为2SLS 的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家族命名与绿色管理创新呈

现显著正相关（β=0.194，p<0.01）；家族命名与绿色技术创新呈现显著负相关（β=−0.130，

 

表 5    替换家族命名测量的回归结果

Gmi Gti
（1） （2） （3） （4） （5） （6）

Name 0.091*** 0.108** 0.132*** −0.086*** −0.036** −0.065***

（2.906） （2.371） （3.292） （−7.058） （−2.163） （−4.266）
Ana*Name −0.012 −0.037***

（−0.445） （−3.559）
Succ*Name −0.109* −0.059**

（−1.697） （−2.321）
Moderator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4.511*** −4.403*** −4.620*** −2.968*** −2.493*** −2.999***

（−8.836） （−8.298） （−9.095） （−11.904） （−9.703） （−11.871）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8 943 8 943 8 943 8 943 8 943 8 943
F 34.914*** 34.911*** 34.009*** 35.775*** 35.730*** 35.008***
R2 0.175 0.175 0.176 0.161 0.165 0.162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基于稳健标准误计算的 t 统计量。

 

表 6    PSM倾向得分匹配后的分析结果

Gmi Gti
（1） （2）

Name 0.108* −0.118***

（1.960） （−4.606）
_cons −4.935*** −2.178***

（−5.451） （−5.144）
Year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Control Yes Yes

N 2 420 2 420
R2 0.219 0.170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
著，括号内为基于稳健标准误计算的 t 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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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与前文结果一致。

3. 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

为了进一步缓解样本选择偏差可能对

结果产生的不利影响，即企业是否采用家

族命名方式会受到一些不可观测因素的影

响,导致家族命名与否存在非随机性，而这

些因素也可能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

参考罗进辉等（2022）的做法，采取Heckman
两阶段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测试。具体做

法如下：首先，在第一阶段回归中，通过构

建影响家族命名的因素估计出家族命名的

概率，计算得出逆米尔斯比率。然后将计算

得出的逆米尔斯比率带入原本的回归模型

中进行回归分析。在计算逆米尔斯比率

时,采用的是Probit模型，选取的变量为之

前的控制变量，同时加入公司注册所在省份的重男轻女文化氛围Sexratio、各地区各行业上市

公司家族命名的年度中位数RIName作为工具变量。表8列示了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的回

归分析结果，结果与前文的假设基本保持一致。

 七、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2008—2024年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样本，考察了家族命名这一身份显性化特

征如何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战略选择。研究发现，家族命名并未整体性地促进或抑制企业绿色

创新，而是对不同类型绿色创新产生了差异化的影响：家族命名企业更倾向于推进低风险、高

 

表 7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Name Gmi Gti
（1） （2） （3）

Name 0.194*** −0.130***

（3.650） （−5.848）
Sexratio 0.002***

（3.520）
RIName 0.951***

（119.041）
_cons −0.405*** −4.983*** −3.073***

（−4.821） （−10.275） （−11.878）
Year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Control Yes Yes Yes

N 7 995 7 995 7 995
Wald chi2 239.190（F）10 507.610408 623.030

Pseudo R−squared 0.673 0.181 0.162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
著，括号内为基于稳健标准误计算的 t 统计量。

 

表 8    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分析结果

Gmi Gti
（1） （2） （3） （4） （5） （6） （7） （8）

Name 0.207*** 0.221*** 0.312*** −0.131*** −0.075*** −0.065**

（3.920） （3.096） （4.832） （−6.024） （−2.584） （−2.434）
Ana*Name −0.010 −0.041***

（−0.268） （−2.638）
Succ*Name −0.250*** −0.165***

（−2.778） （−4.575）
Imr −0.002 −0.101** −0.102** −0.115*** −0.032** 0.030 0.028 0.022

（−0.068） （−2.315） （−2.324） （−2.626） （−2.054） （1.615） （1.473） （1.204）
Moderator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5.154*** −5.103*** −4.969*** −5.214*** −2.938*** −2.970*** −2.546*** −3.010***

（−10.516） （−10.442） （−9.707） （−10.706） （−11.216） （−11.387） （−9.460） （−11.454）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7 747 7 747 7 747 7 747 7 747 7 747 7 747 7 747
F 32.729*** 32.618*** 31.417*** 31.674*** 22.468*** 22.241*** 21.274*** 21.740***
R2 0.177 0.178 0.178 0.180 0.150 0.153 0.156 0.154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基于稳健标准误计算的 t 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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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性的绿色管理创新，同时对高投入、高不确定性的绿色技术创新表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

以上结果表明，家族命名通过并行的声誉激励与禀赋约束机制，使企业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呈现

出“象征性激进”与“实质性保守”并存的特征。调节效应检验显示，分析师关注通过放大信息可

见性与短期业绩压力，显著强化了家族命名企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风险规避倾向，而对家族命

名与绿色管理创新的关系影响不显著；二代涉入削弱了家族命名对绿色管理创新的正向影响，

并强化了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揭示了代际治理变化对家族命名作用机制的权变作

用。上述发现从家族身份显性化、创新类型差异与情境依赖性三个层面，深化了对家族企业绿

色创新行为复杂性的理解。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家族企业绿色转型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第一，对于家族命名企业而

言，在推进绿色转型过程中应警惕过度依赖制度建设、认证获取和管理规范等“象征性绿色创

新”路径，而忽视核心绿色技术能力的积累。本文发现，家族命名有助于强化企业绿色管理创

新，但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抑制作用。家族企业可将绿色管理创新视为绿色转型的先行动

作，通过制度完善、流程规范和员工培训等提升组织绿色化水平；同时，应有意识地为绿色技术

创新设立相对独立的决策与评估机制，通过阶段性投资、试点项目或技术孵化等方式，逐步提

升对高风险绿色研发项目的容忍度。

第二，对政府部门和市场机构完善绿色转型激励机制具有启示意义。本文研究结果表明，

仅依赖声誉激励和信息披露难以有效引导家族企业加大绿色技术投入。政府部门可通过定向

补贴、税收优惠、技术风险共担等方式，提高家族企业参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参与意愿；同时，资

本市场中介机构也可通过改进分析师评价体系，引导市场更加理性地看待绿色技术创新的阶

段性波动，从而缓解家族企业在传承与声誉压力下的绿色技术投资顾虑。

第三，对家族治理和代际传承有所启示。本文发现，二代涉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族命

名企业推进绿色管理创新的声誉激励，同时强化了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风险规避倾向。这意味

着，在代际传承关键阶段，家族命名企业会更加求稳，从而可能抑制具有长期价值但短期不确

定性较高的绿色技术投入。因此，家族企业在推进代际传承时，可同步调整绿色创新相关的治

理安排，如通过引入外部职业经理人、技术专家或设立专业化研发委员会、明确代际分工等，降

低绿色技术创新决策对家族风险偏好的依赖。通过治理机制设计缓解传承情境下的过度风险

规避，有助于家族企业在代际更替过程中保持绿色技术创新的连续性。

本文还可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后续研究可以继续深入拓展。首先，本文仅聚焦于家族命

名，而家族企业还可能通过家族品牌、logo、家族故事等其他形式传递身份信号，未来研究可进

一步考察多样化家族身份信号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其次，家族命名特征在部分企业存在变更，

即存在部分企业由家族命名更改为非家族命名或者相反的情况，本文未捕捉其动态效应，未来

可关注命名变更与企业战略行为之间的关联；最后，绿色创新还有其他不同的类型，比如独立

绿色研发还是合作绿色研发。未来研究可比较家族身份显性对其他类型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增

进对家族企业绿色创新的全面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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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ual carbon” goals, how family firms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green innov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research on how family naming, a highly visible and irreversible family identity marker, affects
firms’ decisions on different types of green innovation. Based on a sample of China’s A-share listed
family firms from 2008 to 2024, this paper distinguishes between green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reputation effect and the endowment effect,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heterogeneous impacts of family naming on the two types of green innovation,
and examine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analyst coverage and second-generation involve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family naming significantly promotes green management innovation but inhibit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alyst coverage strengthens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naming
an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while exerting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naming and green management innovation; second-generation involvement weakens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naming and green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further enhances its
inhibitory effect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is paper reveals the dual logic of “reputation
incentive” and “risk aversion” coexisting in green innovation decisions of family-named firms,
providing new empirical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path of family firms.

Key words:  family naming;  green management innovati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alyst coverage;  second-generation invol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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